
2015 年 5月 28日 星期四 主编：计红梅 编辑：温才妃 校对：王心怡 Tel押（010）62580616 E-mail押daxue＠stimes.cn

“专业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编制故，两
者皆可抛。”

徐明昆是北京某高校的一名教师。两年前，
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那篇博
客的标题为《编制比什么兴趣科学更有吸引力》。

不可否认，如今青年学者进入高校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高校能解决编制，可以使今后的
工作和生活更加稳定。就连对编制持批判态度
的徐明昆也在文章中承认，“我们包括我，也爱
编制，就像老鼠爱大米”。

然而，不久前，北京市出台的《关于创新事
业单位管理加快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则可能导致未来北京市
高校的新增教师再也吃不到编制这份“大米”
了。

相似管理导致相似问题

北京市的这份《意见》是这样规定的：今后，北
京市对现有高等学校、公立医院将保留其事业单
位性质，探索不再纳入编制管理。对现有编内人员
实行实名统计，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

据了解，中国高校中出现“编制”一说最早
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当时，大量高校被收归
国有，高校教师也就转身成为“国家干部”。

“所谓编制人员，也就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
内政府人员和大学教师是同样性质的。直到我国
建立公务员制度之后，才有了一些区分,不过教师
不再是公务员，政府却还是大学的主办者。高校内
部的一些人还在以公务员的方式管理。

“之所以大学有编制，一个基本假定就是政
府在办大学，政府与大学之间没有太大区别。”
储朝晖说。

于是，在相似的性质、相似的管理方式之
下，高校也就出现了和政府机关相似的问题。

在博客中，徐明昆这样形容编制对高校
人员造成的弊端：“观察编制内之人，和体制
外的人 / 外国人相比，普遍戴上一个模糊、圆
滑的面具，缺失敢爱敢恨、独立思考、追求真
理的灵魂。”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
时，徐明昆表示，编制也导致了高校人员流动
的困难。“有编制的人不能因能力不行而开
除，有能力的人又因为没有编制而无法引进，
这就造成了人员流动的壁垒。国外教育单位
之所以能使人员流动起来，就是因为没有这
种壁垒。”

刘青两年前刚刚进入一所大学工作。对于
手中的编制，他有一种“既爱又恨”的态度。

“谁都喜欢编制。”在采访中，他说，毕竟如
果有了编制，人就稳定了。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现在高校中太多的“衙门化”倾向、太多的“鱼目
混珠”也是编制造成的。“有了编制就可以不再
上进，为了能在编制体系里混得更好，就必须圆
滑世故。如此下去，的确是个问题。”

对于刘青的这段话，徐明昆在博客中是这
样概述的———编制不死，中国的科研就只能内
战内行、外战外行。

那么，北京市的做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一刀切”可行吗

需要注意的是，在《意见》中，对高校编制改

革的规定是“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对此，
北京市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改革的总体
原则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对于这种改革方式，徐明昆并不以为然。
“如果取消的话，最好能够大范围地同时

取消，逐步取消很容易导致高校和教师被其
他利益因素所影响，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
他说，事实上，这些年相关部门也一直在试图
逐步缩减编制，但并没有收到多好的效果。

对此，有评论表示，逐步收回事业编制，意
味着高校会长期存在两种身份———事业身份和
合同工。且不说待遇公平、同岗同酬如何保证，
单是双方的心态平衡问题就十分难处理。“临时
工心态”“变相铁饭碗心态”等也影响聘任制人
员工作的开展。

储朝晖也认为，目前这种“退一个收一个”
的方法的确见效很慢。“现在 20 多岁的年轻教
师还要三四十年后才能退休。这是一个相当漫
长的过程。”

渐进式方法收效慢，那么，整体“一刀切”的
做法可行吗？

“至少现阶段是不太现实的。”储朝晖表示，
毕竟目前政府与高校间还存在依赖关系，只有
政府与高校真正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关系，才能
够说高校不需要政府的编制了。“很显然，北京
市政府没有这样的权力，要做到这点至少要修
改《高等教育法》，而短期内这样做的可能性也
不大。”

但如果将目光放得稍微长远一点，这样的
做法是否完全不可行呢？

2004 年，日本政府开始对全部国立大学进
行法人制度改革，让各大学从吃“皇粮”的行政
机构转型为市场化的运营法人。目前，这一颇类
似国内去行政化的改革已经完成了第一期中期

计划。“他们的做法也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但最
终这样选择，就是认定了靠政府办大学不是好
的政策。”储朝晖说。

编制≈终身教职？

对于像刘青这样的年轻教师来说，对于究
竟是谁管理大学这样的深奥问题，他们并不是
很在意。相比之下，他们更在意的是———如果没
有了编制，我为什么还要进大学？

曾有一位博士毕业生收到了两份高校的入
职通知，一份位于省城，条件相对较好，但要等
评上副教授后才给编制；另一份虽然条件稍差，
但入职即给编制。他有些犹豫该选哪个，为此特
意在网上发帖征求意见。

最终，在总计 60 条的回复中，只有一条认为
编制“不是很重要”，而支持他选择后者的网友几
乎一致的意见是———有编制，没压力。

“所谓没压力，也就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
事，就像国外的终身教职一样。很多人就是想要
这种环境。”刘青说。

这种环境也是西南某高校教师徐腾飞当
初走进大学教书的重要原因。采访中，他表
示，对自己而言，编制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有
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鼓励一种自由的学术
研究气氛。“我更喜欢把编制看成一个‘终身
教职’，有它的存在，教师可以相对自由地开
展学术研究。”

事实上，将编制“约等于”终身教职的人并非
只有徐腾飞和网络上的那几十名网友，虽然他们
也都明白，编制和终身教职有太多的差别。

据徐腾飞介绍，终身教职制度是目前国
际上普遍采用的高校人事制度，其设计包括
两个阶段，即成为终身教职之前与成为终身

教职之后。
“一般来说，副教授及以上职位可以拿到

终身教职，而讲师或者助理教授则还在走向
终身教职的路上。”他说，第一阶段，大学会要
求教师在一定年限内证明自己的教学研究实
力。其考核相当严厉，淘汰率也很高。而当教
师证明自身实力并拿到终身教职后，来自学
校的学术压力就会减轻很多，他们也可以自
由从事研究。

“简而言之，终身制包括两个部分：证明实
力与学术自由。这两部分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而编制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前半部分的缺失。”徐
腾飞说。

对此，储朝晖也表示同意。
“终身教授制是一个专业筛选的过程，而编

制则只是一种无限权利的享受。”他说，如果我
们能有一个专业的独立评价机制，也许编制可
以起到部分终身教职的作用，但如果评价机制
问题不解决，而是依然沿用行政主导的方式，那
么编制就只是“大锅饭”。

牵一发能否不动全身

当编制提供的便利不再存在时，年轻人
想到的是为何还要进大学，而高校也会面临
一个类似的问题———拿什么吸引优秀人才进
高校？

“吸引年轻人，肯定要靠提高收入。”储朝晖
说，“目前高校年轻老师是在低收入的状态下工
作的，这个状态不可持续，也导致了高校职位缺
乏竞争力。”

然而，提高收入并不是说一说那么简单。
目前，国内公立高校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中

央以及各级财政的直接拨款。2010 年，我国财
政教育支出占到公共财政总支出的 15.8%，已
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再
通过大幅度提升教育支出从而提高教师收入显
然并不现实。而除此之外，国内高校的其他筹资
渠道并不发达。

“美国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高校，由于大
部分都是相对独立的私立高校，可以采取更多
形式的融资手段，而且国外高校的教育捐助系
统也要发达得多，这保证了他们的资金来源。国
内高校则很难做到这点。”刘青说，换言之，要想
大范围、大幅度地提升教师收入，高等教育必须
作出一系列改变。

相对于工资的提高，徐腾飞更为看重的是
高校能否为科研人员提供优秀的科研环境。“科
研环境包括硬件与软件两个部分，硬件部分通
过投资相对容易解决，软件部分包括了学术氛
围、人事制度与行政服务等，并非一时能够改
变。”他说。

眼下，徐腾飞正在国外访学。据他观察，缺
乏良好的学术氛围和行政服务，是很多科研人
员回国的最大禁忌之一。如果编制取消的同时，
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的归国之路很可能会更
加纠结。

在采访中，储朝晖一直强调，编制问题其实
只是高等教育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但这一环
节却牵扯到整个体系的诸多环节。“高等教育是
一个整体，一方面的变化就要求整个大系统必
须都跟着变。但现在，我们却是在不想改变大系
统的前提下，只作这一点改变。”

然而，牵一发，真的可以不动全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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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左右，中国高等教育
界几位重要人物如杨叔子、王义
遒、张岂之、胡显章、周远清等先
生在大陆积极倡导并以持续的艰
苦工作推动文化素质教育。转眼
20 年已经过去，素质教育的思想
和灵魂逐步渗入中国高校中，在
教育观念、课程、教学组织模式、
学生学习、校园文化、课外实践等
诸多方面引发润物细无声的变
革，成为推动高等教育进步的重
要观念和力量。20 年弹指一挥
间，但如果将其放在新中国高等
教育史背景中，在同样的时间长
度中比较，比如 1952 年至 1972
年、1972 年至 1992 年，20 年就显
得特别漫长，但这种漫长更加凸
显出素质教育的旺盛生命力以及
生命力背后的教育规律。可以说，
素质教育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已经
成为中国教育史不得不关注的重
要主题。

2015 年 5 月 15 日 ~17 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暨全国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
工作 20 周年”研讨会，对 20 年素质教育的经验
有所总结，并在纪念的基础上尝试前瞻。

“文化素质教育”是大陆教育界的本土概念，
这一概念与通识教育和自由教育的内涵十分接
近。如果为了方便中西理解和交流，将其统一称
为“通识教育”也无不妥。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基
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基础，为通识教育赋
予新的本土内涵。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将精力用
于争论概念的优劣，不能进入“文字障”。

近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发出了给高考学生
的信，在信中他对清华的教育宗旨有所概述：“清
华大学实行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
一体’的培养模式，强调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自
主发展有机结合。通识教育为你打下宽厚的基
础，着力强调人格养成和价值塑造，培养独立思
考能力和团队精神。去年，学校成立新雅书院，旨
在继承和发扬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
传统，打造一流的通识教育平台。”从以上概述以
及新雅书院的成立中，我们清晰地体会到素质教
育对清华大学的教育理念、教育组织模式方面的
根本性影响。

正如邱勇所言，素质教育从其方向上看大
体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能力、态度、价值观的
方向，综合而言就是心智培养的方向。学生训
练成熟的心智可以在未来适应和引领不断变
化的世界。

红衣主教纽曼对心智训练的目标曾有论述。
他说：“这种训练教导学生作为受过教育的绅士
要学会看清事物的本质，要学会直击要害抓住中
心，要能厘清思想的困顿混乱，要能辨别出什么
是精深奇妙的以及什么是毫不相关而要摒弃
的”，这当然是心智训练极高的要求。在心智训练
的目标下，知识并不重要，知识仅仅只是达到心
智训练的一种载体而已。

大学经由何种教育才能实现心智训练的目
标呢？如果将课程分为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
程，我们能够仅通过通识教育达成心智训练目标
吗？当然不够，专业课程教师如果同样抱持心智
训练的目标，其课程也能训练心智。当然，数学、
物理、语言、哲学、历史等基础学科专业能够较好
地完成任务，职业性强的专业比较难些而已。在
心智训练方面，仅有课程远远不够，教师与学生
一对一的接触、对话更加重要，这是导师制存在
的原因，也是慕课等网络教育难以实现的目标。

文化素质教育的第二个方向较为简单地指
向知识和课程，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在对立
统一中存在。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赞成这样的划
分。他说：“大学在知识学习上应该深度及广度兼
备。一方面应该通过专业课程对某一知识体系深
入研究，另一方面应该对其他领域广泛涉猎。”其
中，广泛涉猎就是通识教育的目标。基于以上看
法，许多大学将课程就分为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
教育课程两类，这是比较经典的课程划分。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共存互补的关系可以
通过太极图清晰描述，其中“圆”作为整体代表大
学期待学生形成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中的
课程分为阴阳两个方面。如果阳的方面称为通识
教育，阴的方面就是专业教育。这种互补的图示
可简单称为“通识教育阴阳互补论”。

在太极图中，阴之中孕育着阳，阳之中孕
育着阴，这意味着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并非绝
对地两元划分和对立———专业课程包含通识
教育元素，反之亦然。学生一旦在大学转专业，
比如机械专业的学生转为中文专业，那么其先
前所修机械、物理课程自然转变成通识课程。
中文专业的学生选修了物理系“原子物理”专
业课，后者自然也是货真价实的通识课程。有
些高校常纠结于通识课程质量不高，但这样的
认识使得通识课程的范围在理念上几乎扩大
到所有专业课，这一点也是大学必须促进并方
便学生跨院系自由选课、自由转专业的道理所
在。另一方面的例子在于，某学生 A 作为生物
专业的学生选择了“中国哲学史”的通识课而
引发出哲学兴趣，他转到了哲学专业，于是通
识课程“中国哲学史”就转变为他的专业课。

更加重要的情况是，一旦某专业的毕业生选
择了与其本科专业不同的新职业，其本科所有课
程都会转变为通识课程。前几日，《人民日报》报
道“北大学子建太空翼足球教育作儿童足球培
训”，其主人公是元培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蒋
沈雄。蒋沈雄是经济学专业而不是体育相关专业
出身，但其选择的足球学校教练和经理人生涯几
乎将一半经济学专业课程转变为了通识课程。

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素质教育将在路上继
续前行，培养出更多好的公民和创新者。以中
国传统思想理解和解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
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关系，有助于促进我们
的理解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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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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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若不再，“制”当何存
姻本报记者 陈彬 韩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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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属高校减招

人
5 月 19 日，北京市教委发布通知，根据该通

知，今年北京市属高校的招生总计划为 8.3 万人，
比去年减少了 1000 人左右。据了解，今年减招将
重点压缩京外招生规模。多所市属高校招办负责
人透露，今年的要求是“（京外招生数）比去年再
减 10%”。

实际上，早在 2007 年前后，由于北京生源持
续减少，政府曾一度鼓励市属高校扩招外地生
源。然而，这一政策自去年起悄然发生变化，由于
近年来北京人口规模剧增，北京市出台了控制人
口规模政策，风向已然从“扩招”转为“压缩”京外
生源。

背后的原因不在于北京生源较外地生源优
异，更主要是因为就业压力的倒逼。有关数据显
示，在北京市的 20 个行业中，只有银行业京籍人
员就业率过半。就在上个月初，北京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发表“以业控人”言论，鼓励用人单
位更多吸纳北京户籍的劳动者就业，还引起了一
阵骚动。

向上追溯则是减少留京的毕业生，再往前推
就是减少京外生源。市属高校为地方服务，因此
要多招本地生源，听起来逻辑是没有问题。但是，
随之也会产生新问题。比如，一个班级绝大部分
是本地生源，容易造成大学生视野狭窄、盲目自
大、适应性差、包容性不强等问题，作为一个国际
性的都市，显然这并不是培养人才的初衷。

对于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而言，高等教育只
是其中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只做简单的加减法。

大学生狂揽 证书
难找工作

河南一名三本院校大学生孙梦涛最近很是
郁闷。他成绩优异、社会实践丰富，临毕业时只是
整理出来的获奖证书就有 65 个，堆起来足足有
1.3 米高。但即便如此，从今年 3 月至媒体曝光
前，他投出了 50 多份简历，仍无一面试通知。

大部分人都惊讶于这 65 个证书，感叹如此
优秀的小伙子居然没有公司聘用，继而将矛头对
准了用人单位对三本院校的歧视。实际上，在随
后曝光的证书清单中，孙梦涛的荣誉证书居然有
35 个，与职业相关的证书仅有 6 个，多为计算机
二级证、普通话证这类含金量不足的证书。因此，
又有人质疑这是一场媒体刻意将能力与学历作
比较的炒作。

65 个证书足以说明一件事，孙梦涛的综合素
质优秀。但是，找不着工作与三本出身并不能直
接画等号。这里存在着多种可能：用人单位更看

重三本院校毕业生的职业能力，而孙梦涛与职业
相关的证书含金量不足；找到一份工作不难，但
是找一份好工作有点难，“高不成，低不就”的心
态导致他高估了自己的定位；当然，歧视三本院
校也是一种可能，而且广泛地存在于当今就业
中，这也是他无力改变的。

所幸的是，孙梦涛得到这 65 个证书的过程，
并不像许多公立高校中的大学生那样，为了考证
而考证，他用 4 年的时间活出了最精彩的自己，
这才是数字背后最值得鼓励的精神。假以时日，
他的上进精神必定也能在用人单位放大。

所野鸡大学名单曝光

临近招生季，高校为了招生各出奇招，而这
时也往往是野鸡大学最活跃的时刻。然而，今年
国内野鸡大学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

不久前，上大学网陆续发布了三期“中国虚
假大学警示榜”，曝光了国内 210 所虚假大学。而
就在 5 月 21 日，教育部正式发布 2015 年全国高
等学校名单，公布了 2845 所正规高等院校。

野鸡大学，很多人不是第一次听说，为何屡
禁不止，让人很是疑惑。就像皮包公司一样，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名称，成为这类不具招生
资格、没有办学资质、涉嫌非法招生或网络诈骗
的虚假大学的生存之道。往往发现野鸡大学猫腻
的时候，也是出问题的时候，而这时它们早已逃
之一空。

冷静地想一想，考生、家长要发现当中的猫
腻其实并不困难。比如，上教育部网站查询。但
是，又有多少人想到这么做？那么，不妨想一想现
行的教育体制、观念有什么漏洞，一方面，野鸡大
学处于监管、查处的空白地带，一旦出事多部门
推诿成为常态，学生、家长申诉无门；而在另一方
面，不少人相信录取中的潜规则，认为用钱来换
文凭理所当然，这使得野鸡大学有机可乘。

要想彻底地根除野鸡大学，多部门联动不能
只是一句口号，而根植在人们心中的金钱文凭观
更需要通过深化教育公平来打破。

名学生超修学分险致无
法毕业

上个月底，媒体曝出某大学因忘开必修
课，导致 60 名大学生无法毕业。本月又曝出一
则新闻，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因超修学
分，须在 5 月 30 日前补缴学分费，否则无法拿
到毕业证。

实际上，东北师大早在 2010 年就开始试行学
分制收费管理，并且该院超修学分的学生逐年增
多。为何 5 年后，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并日趋严重？

一般来说，即使没有收费的规定，学生也不
会愿意超修过多的学分，就算一些学生对部分课
程感兴趣，也大多以旁听、蹭课的形式进行。问题
出在学校的几率更大。而在随后东北师大的回应
中，也证实了由于教学管理不完善，选课系统缺
少必要的提示，导致了 400 名学生超修学分。最
后，校方免除了这些学生的超修学分费用。

透过上述两个事件，我们有理由质疑高校办
学的责任心，而在后一个事件里，也不妨思考这
样一个问题———鼓励学生多学习是一件好事，高
校有必要针对学生超修的学分收取费用吗？

显然，高校并不指望着通过超修学分挣
钱。这种以学分代替学制的管理，对于修满学
分即可提前毕业者固然有一定帮助，但是对于
正常毕业者起到的鼓励作用有限。它很容易将
超修学分的学生摆在一个受质疑的角色———
超修学分，尤其是修比较容易得高分的课程，
有拉高学分绩点之嫌。另外，由于按学分收费

（一个学分在 80 至 110 元不等），也不利于鼓
励学生跨学科选修课程，而这对于创新型人才
的培养恐怕也是一大困扰。 （温才妃）孙梦涛和他的 个证书。

终身教授制是一
个专业筛选的过程，而
编制则只是一种无限
权利的享受。如果我们
能有一个专业的独立
评价机制，也许编制可
以起到部分终身教职
的作用，但如果评价机
制问题不解决，而是依
然沿用行政主导的方
式，那么编制就只是

“大锅饭”。

“


